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口头传统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书

面创作成为艺术生产的重要方式。围绕着口头传统与书面文本的互动关系，中国学界已经有

全面细致的探讨，但很少有研究关注到书写对文类（genre，又译体裁）的重构作用：社会政治

文化如何通过书写铭刻（inscribe）到文类上？在书写的影响下，口头传统的文类形态与叙事

方式有何新特点？

针对“口承-书写”（Orality -Literacy）问题，学者詹姆斯·科林斯提出了“新书写论”。科林

斯受德里达、德塞都等后结构主义者的影响，反对瓦尔特·翁等“书写论”者将口语与文字的

差别归于人类心智差异的看法，认为书写是社会形塑（shaping）的结果。他注重社会形塑书写

的多元途径，强调要在具体的语境中探究社会权力与书写的关系，尤其关注现代国家建构、

教育体制、认识论等因素对书写的影响。淤“新书写论”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书面创

作的实践与社会、政治、文化诸因素密切相关。要探讨书写对文类的影响，就需要把它还原到

生产与传播的语境中，把对社会权力、书写技术与文类形态的考察结合起来。

论书面创作对文类形态的重构

———以“十七年”（1949-1966）时期对口相声为例

祝鹏程

内容提要：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七年”里，对口相声的生产方式从口头传

承转变为书面创作。社会政治、文艺体制、时代美学等众多的因素形塑了相声的书

写方式，也规约了书写的内容，并影响到其文类形态与叙事方式。受此影响，对口相

声从原先的开放性叙事，转变为线性叙事，其故事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而语境

化能力则大幅减弱。

关 键 词： 相声 口承 书写 文类

淤 Collins, James, Richard K. Blot. Literacy and Literacies: Texts, Power, and Ident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另可见巴莫曲布嫫《口头传统·书写文化·电子传媒———兼谈文化多样性讨

论中的民俗学视界》，《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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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寓教于乐”的艺术，相声承担了宣传国家政策、教育人民大众的任

务。与此同时，相声的生产方式也从艺人的口头传承转变为由文艺工作者主导的书面创作。

书写对相声的文类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从“新书写论”的视角出发，借鉴口头传统

研究的相关成果，以“十七年”（1949-1966）时期的对口相声为例，探讨新中国的社会语境对

书写的规约，并分析这些因素对相声文类形态的影响，进而比较口承/书写型相声在文类形

态与叙事方式上的差异。为便于表述，文中将用“口承型相声”和“书写型相声”分别指代传统

相声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相声。此外，如无特殊说明，下文所说的相声均指对口相声。

口承型相声的生产方式与文类形态

顾名思义，对口相声由两人表演。“逗哏”在表演时不断地说出“包袱”（笑料）引人发笑，而

“捧哏”则配合“逗哏”推进叙事。一段相声通常包括“垫话”淤“瓢把儿”于“正活”盂“底”榆四部分。

1. 从“瓤子”到“活”的生产方式

和大多数口头传统一样虞，口承型相声也没有表演范本，它以“瓤子”为基础创编。“瓤子”

指的是相声的主干结构和主要“包袱”，由“捧”“逗”在表演中长期磨合、积淀而成。“瓤子”是

建构表演基础的大脑文本（mental text），为艺人提供必需遵循的基本规则（ground rules）与程

式（formula）。一段相声的表演经历了从“瓤子”到“活”的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过程。“活”

指的是艺人在某一次表演中的现场文本。在表演的过程中，艺人需要根据现场的情景，建立

一个交流性的阐释框架（frame），将静态的“瓤子”语境化到这一框架中，成为符合现场情景

的“活”。愚因此，作为一种在现实情境中的交流艺术，传统相声的表演和创作是一体的。

“瓤子”具有较强的语境化能力，在不同的语境中，艺人可以根据时代特色和现场需求，

对相声进行“旧瓶装新酒”式的改编。如《文章会》说的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自夸文采，结果在

某位著名文学家的考验下出尽洋相的笑话。在清末，段子中的文学家是荣禄或翁同龢，到了

民国，艺人将其改为康有为或蔡元培；而不学无术者的身份，也有洋车夫、烤白薯的小贩等多

淤“垫话”即开场白，指艺人根据现场的情况，铺垫在“正活”前面的话，有标定表演、吸引观众注意的作用。

于“瓢把儿”是“垫话”与“正活”的过渡部分，它把观众逐渐引入到表演中。进入剧场后，“瓢把儿”的作用

相对减弱。

盂“正活”即相声的主体部分。

榆“底”是相声的结尾。好的“底”既要逗乐，形成一个“大包袱”；又要像揭开“谜底”一样，让人有出乎意

料的感觉。

虞 阿尔伯特·洛德：《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姜德顺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 29页。

愚 参见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第 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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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在不同的时代里，相声的主干并没有变化，艺人们只是根据时代的不同，替换了作品中的

人物角色。在“旧瓶装新酒”式的创编中，艺人并不需要另起炉灶，而是在遵循表演基本规则

的基础上，对“瓤子”进行语境化的改编。

从“瓤子”到“活”的语境化过程是口头传统常见的生产方式。惟其如此，相声才能够在以

不识字者与粗通文墨者居多的艺人群体中获得长足的传承与发展。

2. 开放性的文类

淤无主题的文类特征

艺人以取悦观众、获得收入为宗旨。“捧”“逗”二人必须在相声中设置足够多的“包袱”以

娱乐大众。在具体的表演中，“包袱”往往统领了文本，作品中的情节发展与人物设置都是为

“包袱”服务的。编演俱佳的李文山说得很明确：

那时候很多是从一个“包袱”、一个笑话发展成一个段子的，我前面加点“垫话”

什么的，就够一个“活”了。那时候哪有什么主题啊？就是以“包袱”为主。你像《牙粉

袋》就是抓住了这么一个“包袱”，围绕着这个“包袱”来发展、来延伸。淤

所以，口承型相声并没有书面文学意义上的“主题思想”于。按照罗兰·巴特对文本的分

类，传统相声属于“可写的文本”（writerly text），即文本消解了书面文学明确的规则和模式，

具有开放的意义，允许受众以多种方式进行诠释。盂受众听相声的过程，也是生产文本意义的

过程。正如李文山所说：“老段子的意义不用谁定，就看不同时代观众的不同认识。你《揭瓦》

演完了，观众哈哈一乐：嘿，这个街坊人性真次。”榆或者像侯宝林晚年所说：“传统相声的每篇

主题都是隐蔽游移多元而恍惚的。”虞

于开放性的叙事方式

传统相声的表演多处在流动的情景中。“撂地”的艺人需要面对流动的观众；即使是在茶

馆、杂耍园子中的演出，相声的表演情景也是不稳定的：观众可以在表演中随意进出，也可以

根据现场情景随意插话。

淤 笔者对李文山的访谈，2011年 7月 15日。

于 我们今天所谓的一些传统相声的“主题思想”，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声改进中被赋予的。

盂 参见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 61-63页。

榆 笔者对李文山的访谈，2011年 8月 15日。

虞 薛宝琨：《侯宝林轶事》，载侯錱编《一户侯说———侯宝林自传与轶事》，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

年，第 211页。

论书面创作对文类形态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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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流动的表演情景决定了相声的叙事是开放性的。大多数对口相声的故事性都不强淤，

往往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也不注重叙述时间的连贯性、情节的因果性与叙事的完整性。

教育家英敛之在上世纪初就观察到这一特点：“其（艺人）登场献技，并无长篇大论之正文，不

过随意将社会中之情态摭拾一二，或形相，或音声，摹拟仿效，加以讥评，以供笑乐。”于

根据笔者对《传统相声大全》盂收录的 241段对口相声的统计，这种开放性的叙事作品占

绝大多数，共 197段，是总数的 81.7%。主要分为以下五类：

其一，文字游戏：即以语言文字的音、形、义制造“包袱”的作品，由“捧”“逗”二人的问答

来推动叙事，如《字像》《八大吉祥》等。

其二，模拟学唱：整个段子以学唱戏曲、曲艺作品为主，如《卖布头》《学电台》等。

其三，艺人之间的斗智：“捧”“逗”二人之间就某一话题展开诘难与诡辩，以此来组织叙

事，如《蛤蟆鼓》《铃铛谱》等。

其四，“贯口”：即口头炫技类作品，表演者将某段冗长的台词（行话“趟子”）一口气说到

底，借此展示自身的技艺，如《报菜名》《八扇屏》等。

其五，描摹世态人情：“捧”“逗”二人就某一社会现象进行描摹，其间引用若干小故事，但

故事之间并无情节联系，如《买卖论》《哭笑论》等。

限于篇幅，此处只对模拟学唱类的《学电台》（由孙少臣忆述）加以分析。在这段作品中，

“逗哏”以戏仿的形式模拟电台播音的内容，如京剧、大鼓、河南坠子乃至广告等。整个段子由

以下九部分组成：

A.学广告：播报瑞蚨祥绸缎、寿星牌生乳灵的广告。

B.学京剧：学马连良、金少山、梅兰芳唱《二进宫》。

C.学广告：播报盛锡福帽子、前门香烟的广告。

D.学京东大鼓：学刘文斌唱《拆西厢》。

E.学相声：模仿张寿臣、陶湘如合说相声。

F.学广告：播报骆驼牌爱尔染色剂、亨得利钟表、烤地瓜的广告。

G.学河南坠子：学乔清秀唱《玉堂春》。

H.学播报新闻。

I. 学外国歌曲。

淤 少数对口相声例外，这些段子多脱胎于故事性较强的单口相声，如《丢驴吃药》《抡弦子》等。

于 英敛之：《也是集续编》，转引自吴文科《中国曲艺艺术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185

页。

盂 参见刘英男主编《中国传统相声大全》，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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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开篇学广告的部分：

甲：太太小姐们，春天就要到了，春季里家家忙，家家忙做新衣裳，要问谁家料

子好，山东老号瑞蚨祥。瑞蚨祥绸缎布匹财源来，欢迎比较任意择，布匹颜色鲜，欢

迎比较、欢迎批评。瑞蚨祥地址在济南经二路纬三路路北，全国各地均有分号，欢迎

购买。

乙：还真清楚。

甲：先生们太太们，您知道世界上什么最苦吗？

乙：什么最苦？

甲：就是小孩没有奶吃最苦，如果没有奶吃，请用天津大同药房生产的寿星牌

的生乳灵吧，寿星牌生乳灵夫人奶妈吃下去当天可以催下奶来，催得奶就和自来水

一样！

乙：嚯！受得了吗？淤

戏仿性的表演组成一连串的平行“包袱”，这些“包袱”构成作品的主体。整个段子的叙事

是非线性的，并没有具体的故事情节，此外，戏仿的各部分对象：京剧、大鼓、河南坠子、广告

等之间也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即使艺人根据现场表演的需求，把它们的顺序进行调换，

甚至抽去一部分，也不会影响作品整体的叙事。

书写型相声的生产方式与文类形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声的生产被纳入到了国家文艺生产体系中。相声艺人进入国

营曲艺团体，成为新社会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和专业作家合作，以书面写作的方式生产相声。

“十七年”期间的社会政治、文化体制、时代美学深刻地形塑了书写的方式与内容，并重构了

相声的文类形态。

1.主题先行与“打破框框”：书写型对口相声的生产规约

新中国以建设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目标，为确保政策能顺利实施，文化的动员作

用尤为重要。文艺工作者们普遍认识到相声滑稽幽默的趣味性和便于普及的特点，认识到这

是宣传国家政策、教育民众的利器。这对相声的生产提出了新的要求。

淤主题先行的创作规约

淤 参见刘英男主编《中国传统相声大全》，第 401页。

论书面创作对文类形态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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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文艺工作者积极配合国家的政治任务，相声成为政策推行与社会动员

的有力工具。它以配合国家建设的形式存在着，无论是创作歌颂型的作品还是书写讽刺型的

段子，文艺工作者们都主动响应“说新唱新，配合中心”的号召。

在谈及新曲艺的教育作用时，贾芝强调了主题思想的指导意义：

我们的工作既然是以艺术的形式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是在改造人

们的思想，武装人们的思想，就不能不注意作品的思想性。好作品也必定是思想性

很强的。这就是：作品中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应该明明白白。而且要赞成的正确，反

对的得当。淤

要强化宣传教育的功能，就必须在作品中设置旗帜鲜明的主题思想。不同于传统相声是

无主题的，新相声普遍有教育性的主题，以歌颂人民生活中的新人新事，讽刺落后的人与事

为主旨。纵观“十七年”里那些脍炙人口的段子，无论是讽刺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夜行记》（郎

德沣等人创作），还是歌颂新社会的《找舅舅》（马季创作），都包含明确的主题思想。

于“打破框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

新相声要反映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在新内容面前，旧形式就失效了。文艺工作者不能

简单套用口承型相声的“瓤子”，来表现新社会的新面貌。一些人还把旧作品中的程式等同于

束缚思想的“框框”，认为“脑子里有了框框是不利于工作的”于，敢于“打破框框”被认为是革

命精神与进取意识的体现盂。作家老舍就反对“旧瓶装新酒”的相声创作：

在新相声中，也有些不甚成功的。这些段子的缺点大概是颇愿提高相声的思想

性，可是在语言上却模仿老段子的老包袱。榆

文艺工作者转而倡导以现实主义的美学来指导相声的创作，即以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

为对象，通过描绘典型场景中典型人物的性格，来表现新社会的本质虞。创作者们需要在遵循

淤 贾芝：《谈新曲艺如何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人民日报》1950年 4月 2日。

于 本刊记者：《曲艺必须多快好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曲艺》1959年第 12期。

盂 马增芬：《写鼓词要打破框框》，《曲艺》1962年第 3期。

榆 老舍：《相声语言的革新》，舒济编《出口成章———论文学语言及其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172页。

虞 参见何直（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1945-1999》，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 306页。

68



相声“垫话”“瓢把儿”“正活”“底”结构的基础上，以体验生活来获取创作的素材，用写实的手

法来刻画具体人物、反映现实生活，做到真实性与艺术性、思想性与倾向性的统一。

2.“根据主题意义来补充情节和包袱”：线性叙事的确立

在主题先行和现实主义的双重规约下，新相声的表现侧重从“文字游戏”和“模拟学唱”，

转向了描摹现实社会中的人与事。相应地，文艺工作者采取线性叙事（linear narrative）的手法

来书写相声，即把有利于表现主题的叙事材料组织成“相互联系的因果链条”淤，并注重叙事

时间的连贯性、情节的因果性与叙事的完整性。

淤根据主题塑造人物与设置情节

为了凸显作品的宣教意义，创作者需要紧密围绕主题思想来选取素材、塑造人物、设置

情节。正如北京曲艺团的相声演职人员认为：要提高思想性与艺术性，就要“根据主题意义来

补充情节”于。下文以《昨天》为例展开说明。

《昨天》由海政文工团的相声演员常宝华与文艺干部赵忠、钟艺冰合作。这段相声创作于

1959年，其主旨是歌颂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据常宝华回忆，作品的主题和梗概是由赵忠提供

的：

就是建国十周年，算是个命题作文。那时候要写个歌颂题材的，〔反映〕咱们建

国十周年的成就。……〔赵忠〕有一个准备写电影的点子。一个人在旧社会患精神

病，后来在党的关怀下，康复了，他还带着旧社会的意识，看到新社会的各种新事

儿，结果闹出好多笑话来。盂

在此基础上，几位创作者设想了主要人物：作品的主角是“我大爷”———一个靠拉洋车为

生的进城农民。显然，进城农民的身分有利于主题的表达：一方面，通过刻画主人公在旧社会

的艰辛生活，能够达到批判旧社会的目的，并为之后展开的新旧对比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农

民的身分使他具有老实、守旧的性格，使其能与急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产生矛盾，确保了作品

的“包袱”。

而作品的情节设置，也完全是以“我大爷”的性格与行动为线索的：

进城求生寅拉车谋生寅遭遇旧警察的敲诈丢车，发疯寅十年后治愈，但记忆仍停留在旧

社会寅私自跑上街见到各种新事物，引发大量笑料寅被“我”找回来，带着去百货商场购物，

淤 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 51页。

于 王长友、王世臣、王素稔、陈涌泉：《谈谈相声笑料的丰富和加工》，《曲艺》1961年第 6期。

盂 笔者对常宝华的访谈，2011年 7月 27日。

论书面创作对文类形态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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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各种新事物寅听见商场播放失物招领，想起自己丢的洋车，要去领车。

围绕着歌颂新社会的主题，作者们设想出精神病人眼中的新旧社会对比这一素材，设计

出“我大爷”这一人物与此后的情节。无疑，《昨天》的叙事是围绕着主题展开的。

3援“包袱”的设置围绕着主题与人物性格

为了避免使“包袱”沦为无意义的插科打诨，甚至妨碍主题的表达，新相声“包袱”的设置

也必须围绕着主题思想与人物性格。老艺人王长友等人便认为：“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丰富发展

笑料的时候，要根据原作的主题、情节、时代背景和人物性格，都恰当吻合了，对原作的思想性

和艺术性才能有所提高。”淤王长友之子王文林也认为，新相声的技巧（“包袱”）必须为主题思

想服务：

实际上你把中心思想、立意、来龙去脉、人物的身分、内涵、背景、观点都弄清楚

了，像演话剧似的，你的“包袱”自然就形成了。因为你的技巧是为中心思想、内容和

人物服务的。于

仍以《昨天》为例进行分析：为了凸显新旧社会的不同，《昨天》“包袱”的安排完全围绕着

“我大爷”守旧的形象与急速发展的新社会之间的矛盾展开，以“我大爷”从医院里跑出来的

一段为例：

甲：哎，打那边过来个红领巾，让我大爷给叫住了：“哎，小少爷！”（包袱 1）

乙：啊？小少爷？

甲：“这是天安门吗？”“老爷爷，是天安门！”“这花园跟这大楼是外国人盖的？”

（包袱 2）

乙：啊？外国人盖的？

甲：小孩儿说：“老爷爷，这不是外国人盖的，是咱们自己盖的。”“自己？”“啊，是

咱们大家的，也有你一份儿。”“我哪儿有钱盖大楼啊！”（包袱 3）

乙：嗐！

甲：小孩儿说：“你看！这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是人民代表开会的地方……”“人

民代表？”“啊，就是咱们人民管理国家大事……”（捂小孩嘴）“莫谈国事！”（包袱 4）

淤 王长友、王世臣、王素稔、陈涌泉：《谈谈相声笑料的丰富和加工》，《曲艺》1961年第 6期。

于 笔者对王文林的访谈，2011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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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袱 人物形象 对主题的作用

包袱 1 守旧，保留着旧社会的人际称谓
揭露了旧社会不平等的人际关系，歌颂了新社

会人人平等

包袱 2 守旧，保留着旧社会的“崇洋”记忆
揭露了旧社会国力衰微的情形，歌颂了新社会

的建设成就

包袱 3 赤贫的劳动者
揭露了旧社会民众的苦难生活，歌颂了新社会

的人民当家作主

包袱 4 胆小怕事、安分守己
揭露了旧社会没有言论自由，歌颂了新社会的

民主

包袱 5 胆小怕事，落后于时代
揭露了旧社会不平等的人际关系，歌颂了新社

会的孩子懂礼貌

乙：还“莫谈国事”呢？！

甲：小孩儿也乐了：“老爷爷，咱们应该懂得国家大事……”“哎，快走吧，快走

吧！”小孩行了个队礼：“再见！”把我大爷吓了一跳：“要打人是怎么着？”（包袱 5）

乙：嗐！这害什么怕呀！淤

上述的五个“包袱”并未游离于主题和人物形象，而是与其形成紧密的关系：

淤 根据常宝华、李洪基表演录音整理。

于 陶钝：《曲艺艺术的新面貌》，《曲艺》1960年第 2期。

论书面创作对文类形态的重构

不难看出，这五个“包袱”组成了人物的行动，并推动了叙事的发展，而它们又都服务于

主题：在“我大爷”与小孩的言语对比中，暴露了旧社会的黑暗，歌颂了新社会的建设成果。在

这里，“包袱”已经完全被整合进作品的叙事中，“包袱”之间也结成紧密的逻辑关系。在评论

《昨天》时，时任中国曲协主席的陶钝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

它（《昨天》）运用了相声的传统技巧“包袱儿”给观众很多的笑料，而且这些“包

袱儿”又是从事物本身发展的，不是从旁边取来的无关主题的“包袱儿”，这个作品

的艺术技巧是作者从事物的发展中提炼出来的，在传统相声中是不多见的。于

我们看到，在主题先行与现实主义美学的规约下，创作者采取线性叙事的方式来结构文

本。新相声不但具备了明确的主题，且主题成为叙事的中心，统摄此后的情节发展，人物形象

的塑造、情节的设置与“包袱”的组织都必须紧密围绕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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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十七年”里，对口相声的生产经历了从口承到书写的转

变，相声也从原先开放性的叙事，转变为线性的叙事。这一变化对相声的文类形态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1. 故事性的凸显：文类形态趋于单一

书写型相声要围绕社会的热点问题、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进行创作，受此影响，相声的故

事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正如李文山所说：“新节目为什么故事多？政治任务下来了，就

是让你说这件事儿，或者说这个先进人物，这个人本身就是这些事儿啊。传统的文字游戏都

是没有主题，没有〔思想〕内容，即兴发挥，现在这个新节目都要求有人物、故事。”淤

相较于开放性、多样化的口承型相声，书写型相声的文类形态逐渐趋于单一，故事性的

体裁成为对口相声的主要构成。在“十七年”里，以具体的故事来歌颂新社会的新人新事、批

评落后现象与人物的作品占了绝大多数。无论是前文引述的《昨天》，还是脍炙人口的《买猴

儿》（何迟创作）、《英雄小八路》（马季创作），都具有鲜明的故事性。在 1957年的“鸣放”中，北

京曲艺团的相声演员张善曾也提及这一转变：“据老艺人讲相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

说是八种，有的说十种，其说不一。可是现在的创作却只是一种，那就是故事性的相声。”于

2. 相声语境化能力的弱化

与口承型相声相比，书写型相声的语境化能力大幅弱化了。

史诗研究者格雷戈里·纳吉引用布拉格学派语言学研究中的一组概念：“有标记”

（marked）的言语与“无标记”（unmarked）的言语来分析荷马史诗中的神话叙事。这组概念的

意义如下：

在一对对立项中，“有标记者”承载着更大的语义量（semantic weight），但是可

以用于跨越一个更狭义的情境范围；反之，“无标记者”———这对对立项中变化特色

更少的一方———可以用于表示一个更宽泛的情境范围，即使那种范围被有标记者

所覆盖：这是一个更具概括性和普遍性的术语。盂

淤 笔者对李文山的访谈，2011年 7月 15日。

于 本刊记者：《让曲艺这朵花开得更灿烂 首都曲艺界人士座谈会纪要》，《曲艺》1957年第 3期。

盂 理查德·马丁语，转引自格雷戈里·纳吉《荷马诸问题》，巴莫曲布嫫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 163-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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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口承型相声的“瓤子”视作是一种“无标记”的言语。“瓤子”只是一个梗概性

的叙事，在不同的时代里，艺人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境将其语境化。如前文引述的《文章会》，将

段子中的荣禄改为蔡元培，并不会造成叙事结构的变化。某些“瓤子”中的“包袱”甚至可以在

类似内容的段子之间互相借用。如有一个“包袱”描绘一个既爱看戏，又舍不得花钱的戏迷，

经常扮作饭馆伙计，假装为演员送汤面进后台去听戏。这个小段在一些京剧题材的相声，如

马三立的《卖挂票》、侯宝林的《空城计》中都被使用到。因此，“瓤子”往往具有较强的语境化

能力，它可以适用于一个相对宽泛的情境范围。

而书写型相声则是一种“有标记”的言语。淤作为一种积极配合社会动员的书写，新相声

具有浓厚的故事性，且在既定的主题下展开叙事，主题、情节、时代背景、人物性格和“包袱”

之间形成紧密而不可分的关系，构成一个相对封闭自足的叙事体系。而为某一主题思想专门

创作的情节与“包袱”，显然带有“这一个”主题的特定“标记”。所以，与“瓤子”相比，书写型相

声“承载着更大的语义量”，它的语境化能力也相应减弱。

以《昨天》中的五个“包袱”为例，正如陶钝所说，它们是“从事物的发展中提炼出来的”，

它们的设置都和人物形象、时代特色紧密相关，带有情境性的“标记”：人物———“我大爷”；时

间———新中国建立十周年；地点———天安门前。它们不能够脱离既定的主题、情节、人物而存

在，只能用来描绘胆小怕事、大病初愈，还保留着旧时代记忆的“我大爷”。当时代变迁，原有

的主题思想不再适合社会的需求时，那些标记性的情节、“包袱”也就失去依附的对象，很难

被语境化为新时代的故事，只能留下几处零散的笑料。尤其是那些歌颂具体人物的作品，如

马季歌颂劳动模范张富贵的《画像》，几乎与新闻特写等同，更无法系统地传承下来。

与口承型相声相比，以宣传、教育为使命的书写型相声往往缺乏“旧瓶装新酒”般的再生

能力。当历史的车轮滚滚轧过，它的生命也就此终结。也正是如此，尽管文艺工作者们在“十

七年”里书写了不可计数的新相声，但流传至今的作品不过数十段。

本文以“十七年”的对口相声为例，分析了书面创作对文类形态的重构。限于篇幅，笔者

只考察其中的一个侧面。书写对口头传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关于书写对相声的叙事视角，

人物形象，“捧”“逗”关系的影响，将留待在其他文章中探讨。

（祝鹏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毛巧晖】

论书面创作对文类形态的重构

淤 通常，演员们都会在表演中对书面文本进行“二次创作”，使其便于口头表达，但“二次创作”往往只能

修正不够口语化的语言，并不能改变以主题为核心的文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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